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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变异的本土化①

——以包头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为例

刘  英，徐大明

提要  本文应用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研究方法，对包头市昆都仑区鼻韵尾变异作定量分析，观

察分析了这一工业移民城市共时层面上的语音变异及其制约机制，从而窥探到其本土化的渐

进过程：鼻韵尾在昆区的变异已经逐步出现本土化倾向，祖籍因素制约力的减弱表明移民的

家乡方言特征将逐步淡去，这将有助于形成昆区本土的方言特征。

关键词  语言变异  鼻韵尾  本土化  包头昆都仑区

20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兴起和发展，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

工业移民城市，其复杂的语言状态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1-6]。那么，时至今日，这些城市

的语言发展究竟如何？其居民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状况又是怎样？本文选择包头昆都仑

区，以语音变异为例，采用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工业移民社区语言变异的

方向进行探索。包头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它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工业化建设时期，

随着包头钢铁公司等大型国营企业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是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

一；包头是典型的工业移民城市，土著居民数量很少，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支援包钢的建设

者和随迁人员。昆都仑区是包头市的中心城区，市政府所在地。

一、引  言

1.1 研究目的

汉语鼻韵尾变异的常见表现形式包括：（1）完全没有弱化的形式：即原式，非鼻化的元

音后面连接着鼻辅音，如“汉[han]”；（2）鼻化的形式：元音鼻化,鼻韵尾也没有脱落，如

[hãn]；（3）脱落的形式：鼻韵尾脱落，以鼻化的元音结尾，如[hã]；（4）脱落加鼻化：鼻

韵尾完全脱落，元音也未鼻化，如[ha]。（5）儿化的形式：元音卷舌、儿化，鼻韵尾一般脱

落，如[har]或[hãr]。1987 年，徐大明第一次运用社会语言学变异方法对昆都仑区北方话

鼻韵尾变异的“元音鼻化”和“鼻韵尾脱落”两个变项——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制约鼻韵尾

变异的语言内部和社会外部因素
②
。研究发现昆区北方话鼻韵尾的变异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原居住地、社会网络、语体、职业和家庭社会地位等 5个外部因素对鼻韵尾的变异起到制约

作用（表 1）。其中，“原居住地”成为制约鼻化的最强因素，鼻化变异很大程度上可以从移

民的方言背景的角度来解释，这说明了包头昆都仑的新城市和移民城市的特征；但另一方面，

没有发现“原居住地”对鼻韵尾脱落的制约作用，据此推测，鼻韵尾脱落变异可能不是不同

方言背景的产物，而是整个北方话中的一个进行中的变化，也可能只是昆都仑言语社区的一

项新发展[7]。

表 1 1987 年调查中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的社会作用力比较

职业 原居住地 社会网络 语体 家庭社会地位

元音鼻化 .102 .526 .257 - .319

鼻尾脱落 .073 - - .243 .600

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昆区的语言状况是否同样发生了变化？

                                                       
①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3BYY008]成果之一
② 本文关于 1987 年调查的所有数据都来自徐大明“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Mandarin Nasal Variation”（北

方话鼻韵尾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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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移民各自的方言背景是否仍然是制约语言变异的最强因素，还是在渐渐摆脱这一束

缚，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1.2 研究方法

2003、2004 年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再次对昆区进行了调查：通过抽样调查确定采访对

象，采用录音访谈法获取了 87 人的语料样本，通过语料转写，获得 11365 鼻韵尾词次。采

用变项规则分析法[7-8]，使用 Goldvarb 软件，对这一万多词次的鼻韵尾变异情况及其制约机

制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的假设是，包头出生的讲话人代表着昆都仑言语社区本土化的发展方向，而非包头

出生的移民较多受到各自方言背景的影响。可以预见，两组样本在社会分布上肯定会有所差

异，倘若整体样本结果和包头组结果相近，那么它的发展应该是朝着本土化方向，从而逐步

消除移民方言的影响，形成自己的言语特征。吴翠芹[9]67已经进行过这种分组尝试，她的分

析结果表明，影响总体样本讲话人及包头人、非包头人的鼻韵尾变异的语言因素基本保持一

致，但社会因素却存在一些差异。为此，我们把语料分为整体样本、包头（出生）组、非包

头（出生）组三组样本，从年龄、性别、出生地、教育、职业、祖籍、社会网络和语体等社

会外部因素的角度进行探讨分析。下文第二部分是整体样本的统计结果，及其与 1987 年调

查的比较分析；第三部分是包头组和非包头组统计结果的对比分析。

二、整体样本的统计结果

通过Goldvarb的统计发现，昆区鼻韵尾的变异自1987年以来，已经呈现出更为有序的状

态，鼻韵尾变异的两个变项都和更多的社会因素建立了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元音鼻化，在

出生地上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别，非包头出生的说话人更有利于鼻化（.631），而包头出

生的则相对不利（.401）。鼻韵尾的脱落则没有出现这种差异。表2、表3分别列出了元音鼻

化和鼻尾脱落的变项规则分析法的统计结果。下面分别对两个变项的社会分布进行讨论。

2.1 元音鼻化

表 2 显示，8 项社会因素全部成为元音鼻化的有效制约因素，社会网络的作用力最大，

祖籍次之，年龄（对应表中“代别”一栏）的作用力也很强，仅次于祖籍。与 1987 年相比

较，社会网络已经取代祖籍成为最强的制约因素，而“原居住地”一枝独秀的制约作用也已

经大大改变，元音的鼻化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再只是移民方言的产物。8 个因素中

年龄、出生地、教育程度、性别是新产生的制约因素，祖籍、语体、职业和社会网络 4 个因

素则是与 1987 年基本一致的，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较之 1987 年，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出生地在时隔 16 年之后，都成为有效的制约因

素。尤其是年龄的制约作用十分强烈，元音的鼻化随着年龄的变轻而逐渐加重，自第一代至

第三代人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在逐渐增强，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规律性差异。教育程度和性别

的作用力则较小。1987 年调查时，教育未显示出有效制约力，研究者的解释是：当时刚刚

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比工农阶层具有更高的优势，因此

他们也不用费心在语言上比其他人更标新立异[10]。而 16 年之后再调查则发现教育程度已经

显示出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在包头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内陆城市和新兴的工业城市，16

年的时间还太短，因而这一因素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还较为微弱。性别上，男性成为元音鼻

化的推动力，而女性不利于元音的鼻化。虽然这一因素的变异范围较小，仅为.087，但相较

于 16 年前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从出生地来看，非包头出生的人更有利于鼻化，包头出

生的不利于鼻化，说明昆区元音鼻化的特征最初应该是来自第一代移民的出生地方言，作为

一个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工业区，居民语言现在仍然受到各自出生地方言的影响，但结合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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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看来，元音的鼻化正逐渐被下一代所接受，很有可能成为该言语社区的本土言语特征。

表 2 社会因素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①

代别②

第三代 .672

第二代 .537

第一代 .345

范围 .327

出生地

非包头 .631

包头 .401

范围 .230

教育程度

中学 .531

小学 .481

大学 .463

范围 .068

职业

干部 .545

学生 .510

商业 .449

工人 .432

范围 .113
性别

男 .542

女 .455

范围 .087

语体

会话 .543

朗读 .333

范围 .210

祖籍 社会网络

东北 .652

内蒙 .554

陕西 .548

山东 .455

河北 .381

不详 .298

其它 .294

范围 .358

q  .668

Y  .632

A  .505

G  .503

L  .481

Q  .441

B  .432

T  .409

J  .264

范围 .404

职业、社会网络、祖籍、语体等 4 个因素虽然和 16 年前一样仍然起着制约作用，但它

们的作用力发生了变化。

从职业来看，干部的鼻化率最高，其次是学生，而工人和从事商业工作（在我们的调查

中主要是出租司机和其他个体户）的说话人都不利于鼻韵尾元音鼻化。从社会分层来看，除

去学生以外（学生的社会分层难以确定，暂不作分析），三种职业的社会阶层高低依次为：

干部—商业工作者—工人③，社会阶层越高，元音鼻化率越高，越疏离于标准语。可见，元

音鼻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层化特征，对社会阶层起到一定的指示作用，可以作为一个指示项来

看待，指示项具有检索意义，根据它可以知道说话人属于哪个阶层，文化水平如何，从事何

种职业等等[11]101。

一般来说，语言的变化可以区分为两种[12]64：“自觉的（conscious）变化”，“是由‘来

自上面的压力（pressure from above）’引发的”，如拉波夫纽约市（r）变项的社会分层；“不

自觉的（unconscious）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下面的压力（pressure from below）’”，如马

萨的葡萄园双元音[au][ai]的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似乎表明，昆区正在发生的元音鼻化是一

种“自觉的变化”。

1987 年的调查中干部与工人对元音鼻化的制约作用和本文一致：干部有利，工人不利。

从变异范围来看，当时是.083，本文则是.106，职业变项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有了提高，说

明 16 年之后，昆区的社会分层更为明显了。学生的鼻化率较高，也和前面年龄越小，越有

利于元音鼻化的代际发展趋势相吻合。

由于昆区是一个典型的工业移民区，所以祖籍表示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影响。但比较 1987

                                                       
①表中数据为 goldvarb 软件统计出的作用值，即在特定条件下鼻韵尾变异（鼻化或脱落）的概率，反映出某

一因素对鼻韵尾变异的制约作用，大于 0.5 为有利因素，反之则不利；变异范围越大，表示作用力越强。
② 第一代：>50岁，第二代：21-50岁，第三代：<20岁。
③ 依据 2002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阶层研究报告，从事商业工作者的社会阶层是高于产业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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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和本次研究的变异范围，可以看出，祖籍对元音鼻化的作用力下降了很多（.526

→.358），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徐通锵（1989）所指出的：“语言的变异主要是一种自组织

的过程，代代相传并不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途径”[13]。倘若文莱奇等人所说“至今所收集到

的全部经验证据表明，儿童并不保存他们父母亲的方言特点，而是保存少年期属于同样地位

的人群的方言特点”（转引自徐通锵 1989）属实，那么可以推测，随着时间的发展，昆区第

二代、第三代移民所受到祖籍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这将有助于昆区形成自己的语言特点。

社会网络也是元音鼻化的重要作用因素，不同社会网络鼻化概率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元音的鼻化呈现出显著的社会网络特征。这与 1987 年的调查结果一致。本文的社会网络除

了一个由联系人张某及其家人所构成的家庭网络之外，主要是按照说话人的居住区域来划分

的，居住在相同街区（小区）的人被划分为同一社会网络，如鞍山道××小区；还有一些在

公园、广场、街头等地随机抽取的调查人被视为同一网络，如八一公园等；另外几个来自机

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也划分为一个网络。从交际密度来看，这些社会网络的交际密度都不高，

较为松散。不过，虽然工人住平房、干部住楼房的居住格局在包头已基本消失，但仍有一些

是依单位而居，同一小区的人往往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此同一小区居民的人口结构有较大的

一致性，相互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也较为紧密，他们互相串门，一起在楼下聊天、休闲，对彼

此间的背景通常都有大概的了解。因此这样的街区网络密度较之 1987 年以家庭为主的社会

网络要显得松散，但同一网络各成员之间也具有一定的交际密度，共同遵守一定的交际规范，

由此形成一些共有的语言特征，从而与别的网络区别开来。

表中数据显示，本文的社会网络虽然与 1987 年的社会网络是根据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划

分的，但在元音的鼻化特征上都同样表现出网络差异，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无论以怎样的标准

划分出不同的社会网络，昆区北方话鼻韵尾的变异都将出现网络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变量的变异范围（.404）比 1987 年（.257）有了较大的提高。根据米尔洛伊的理论，“较为

封闭的网络产生较少的变异，比较开放的网络带来较宽的变异域”（转引自徐大明 2001：

396）。由此看来，昆区作为一个言语社区，较之 1987 年时具有更为开放的网络。

语体方面，会话语体的鼻化率较高，朗读体则鼻化率较低。这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

越是正式的场合，人们的语言更趋于标准化。可以看出，元音鼻化不仅在职业上显示出层化

特征，而且也表现出语体风格，可见，元音鼻化不仅是一个指示项，也是一个标记项。标记

项除了指示项所具有的检索意义外，还同时反映出说话风格，拉波夫调查的（r）变项就是

一种标记项，不仅反映出说话人的社会分层，而且反映其说话风格，即语体[11]101。但在 1987

年的调查中，元音鼻化没有显示出语体风格的差异，它只具有职业的区别，是一个指示项，

而非标记项。

2.2 鼻尾脱落

表 3 显示，有 6 项社会因素成为鼻尾脱落的制约条件，性别和出生地这两项因素未对

鼻尾脱落产生制约作用。

可以看出，昆区居民的鼻尾脱落也显示出代际差异，其趋势则与鼻化相反：第一代脱

落率最高，其次是第二代，第三代鼻韵尾的脱落率最低。可见，第一代移民对鼻尾脱落具有

促进作用，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则越来越不利于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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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会因素对鼻尾脱落的作用力

代别

第一代 .594

第二代 .484

第三代 .378

范围 .216

职业

干部 .556

学生 .473

工人 .443

商业 .418

范围 .138

语体

会话 .533

朗读 .372

范围 .161

教育程度

中学 .570

小学 .515

大学 .365

范围 .205

祖籍 社会网络

陕西 .715

内蒙 .508

不详 .459

其它 .449

东北 .435

山东 .412

河北 .269

范围 .446

Y  .671

G  .599

T  .556

B  .555

Q  .502

A  .500

q  .500

L  .329

J  .311

范围 .360

鼻尾脱落的语体分布和鼻化一致：会话语体有利于鼻尾脱落，朗读语体则不利。也就是

说，越是正式的场合，脱落程度越低；反之，则越高。1987年的调查也发现：说话人在正式

场合中的脱落率要小于非正式场合。

中学和小学教育程度都成为鼻尾脱落的有利因素，大学则是鼻尾脱落的不利因素。1987

年调查时，教育程度没有成为制约鼻尾脱落的有效因素，研究者（徐大明1992）认为这是社

会地位造成的：大学教授的地位并不比工农阶层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并且在当时对许多人来

说获得当地人的认同更为重要，方言更具优势[10]。而到今天，职业分层逐渐成为社会分层

的基础，教育因此成为许多人进入到职业结构，并获得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普通话已经是

权势变体，我们在调查时，绝大多数说话人都认同普通话，觉得普通话好听，并认为自己说

的就是普通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对语言的影响必然逐步显露出来。

同样，祖籍对鼻韵尾的脱落也起到制约作用，而且其作用力最强，变异范围最大。这与

1987年的结果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当时的调查没有发现祖籍对脱落的制约作用。

社会网络也是制约鼻尾脱落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网络鼻尾脱落的概率各异，表现出

较为明显的社会网络特征。其作用力仅次于祖籍。1987 年的调查没有发现社会网络对脱落

的作用力，家庭的制约作用却十分强大。但是根据徐大明[10]133 的分析，社会网络是由家庭

组成的，网络因素是嵌入在家庭因素中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家庭的作用力也反映出社

会网络对鼻尾脱落的制约作用。所以我们认为本研究的结果和 1987 年是一致的。

表中结果也显示，鼻尾脱落受到职业因素的影响，是鼻韵尾变异的一个指示项。职业中

只有工人是脱落的不利条件，学生、干部和商业工作者都有利于鼻尾脱落。结合前文可知，

工人既是元音鼻化的不利条件（.432），又是鼻尾脱落的不利因素（.426）；而干部则正好相

反，对元音鼻化（.545）和鼻尾脱落都起到促进作用（.517）。由此可见，昆区工人的鼻韵尾

更为稳定，变异较小，反之，干部却成为鼻韵尾变异的领导力量。在 1987 年的调查中也是

如此：干部比工人更有利于鼻韵尾的脱落。

最后，出生地的差别未能有效地对鼻尾脱落产生制约作用。而性别的未选中则说明在昆

都仑区这样一个年轻的移民社区，其居民的语言选择并未完全稳定，性别的差异没有在所有

语言变异中都表现出来。

2.3 小结

总的来看，分别有 8 项和 6 项社会因素均对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起到制约作用，鼻化

和脱落都受到了祖籍以外更多的社会因素的共同制约，表 4 比较了鼻化和鼻尾脱落各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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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作用力大小。

表 4 鼻化和鼻尾脱落的社会外部条件的制约力比较

代别 性别 教育程度 职业 出生地 祖籍 社会网络 语体

鼻化 .327 .087 .068 .113 .230 .358 .404 .210

鼻尾脱落 .216 - .205 .138 - .446 .360 .161

可以看出：（1）祖籍和社会网络对两个变项的制约能力都大于其它因素，仍然体现出

移民城市的特征，但与 1987 年比较可知，祖籍的制约力已经有所下降，并且年龄的因素已

经明显增强，同时还有其他多种因素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鼻韵尾的变异，说明昆区居民的

语言特征已经不再单一地是移民背景的产物；（2）社会网络依然具有很强的制约力，而“职

业”和“教育”因素的作用力虽然较之 1987 年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但还是远远低于社会网

络，说明关系网络在昆区居民生活仍旧起到重要作用，垂直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力还有待

于进一步发展。（3）年龄因素对两个变项的解释力较强，这一结果很重要，它显示出代际差

异，证实了 1987 年调查时鼻韵尾变异初步显现的“进行中的变化”的趋势。语体对两个变

项都产生作用则说明鼻化和鼻尾脱落都是“标记项”。

进一步分析，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元音鼻化产生制约作用是本次研究得出的新结

果，1987 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三者并没有被选为制约因素。结合昆区的发展历史可知，它是

依托包钢而建成的，其成员基本完全是各地移民，本土居民很少，可以说是一个“无本地方

言社区”。1987 年调查时，昆区成立时间较短，祖籍、家庭等因素对于当时居民语言的影响

非常之大，以至于往往掩盖了其它因素的制约作用。当时的昆都仑主要是以第一代移民为主，

即使有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的语言受到父母、家庭的影响也要远远大于其它因素，“一

个家庭如果刚搬到某个社区，那么这个家庭的孩子语言变异形式更多地是和家庭一致。”
[14]209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祖籍、家庭的因素逐渐变弱，年龄、性别和教

育程度的异质性必然渐渐显现出来，从而在影响语言变异的诸因素中占得一席之地。

三、分组统计结果

3.1 元音鼻化

由表 5、表 6 可以看出，包头组样本受到 6 组因素的制约，非包头组的制约因素基本相

同，但没有受到职业因素的影响。

首先在语体上，两组样本的语体分布都和整体样本保持一致，会话体有利于鼻化，朗读

体则不利于鼻化。

其次，两组样本都出现了性别差异，但在具体的作用力正好相反：非包头组中，女性比

男性更有利于鼻化；而包头组中，男性比女性有利于鼻化，这一结果正好与整体样本完全吻

合。从变异范围看，包头本地出生的说话人的性别差异已经有所增强。据此推测，随着本地

出生人员的增多，老一代移民人口的逐渐减少，男性可能取代女性成为鼻化的领头人。那么

随着时间的发展，男性领头人则可能使鼻化带上“男子气概”的标志，从而获得一种“潜在

声望”，当然这需要我们今后的跟踪研究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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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包头组元音鼻化的社会作用力

教育程度

大学 .299

中学 .567

小学 .545

范围 .268

性别

男 .587

女 .443

范围 .144

职业

学生 .578

商业 .506

工人 .497

干部 .439

范围 .139

语体

会话 .537

朗读 .408

范围 .129

祖籍 社会网络

陕西 .722

东北 .501

山东 .531

内蒙 .446

其它 .429

河北 .371

范围 .351

q .600

G .571

B .558

L .521

Y .506

A .440

J .437

T .434

Q .434

范围 .166

表 6 非包头组元音鼻化的社会作用力

教育程度 性别

男 .459

女 .581

范围 .122

语体

会话 .509

朗读 .393

范围 .116

大学 .552

中学 .510

小学 .409

范围 .143

祖籍 社会网络

内蒙 .685

陕西 .514

东北 .498

河北 .370

山东 .361

其它 .266

范围 .419

T .765

q .600

Q .594

G .518

Y .505

A .487

J .452

B .424

L .392

范围 .373

从教育程度来看，两组样本几乎体现出截然相反的分布，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非包头

出生的说话人鼻化的趋势完全是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长，但变化不是很明显，三种教育

程度之间差别不是很大；而包头出生的说话人则基本呈现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的趋势，

大学程度十分不利于鼻化，中小学程度对鼻化的作用力相当，都是鼻化的有利因素，整体样

本的结果也表明大学程度不利于鼻化（.463），中学则最有利（.531）。同时，结合职业因

素来看，不同职业的差别并没有成为非包头组成员鼻化的有效制约因素，却在包头组样本上

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撇开学生不谈，包头组鼻化的职业分布大致呈现出随着职业和社会地位

的提高而递减的趋向，干部的鼻化率最低，商业工作者最高。这一结果也反证了教育和职业

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本土出生居民的增加，教育和职业的制约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此外，两

组样本也都受到祖籍和社会网络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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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对两组样本中各制约因素的作用力进行比较，见表 7。

表 7 两组样本元音鼻化的社会外部条件制约力比较

性别 教育程度 职业 祖籍

.351

.419

社会网络 语体

包头组

非包头组

.144 .268 .139 .166 .129

.122 .143 - .373 .116

可以看出，性别、教育、职业和语体对包头组的制约作用都比非包头组有所加强。这 4

个因素是西方社会中制约语言变项的非常典型的自变量，可以大致说明包头昆区鼻韵尾变异

的方向。与“阶层”变量直接相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因素对包头组的解释力有非常明显的提

高，二者与社会网络的制约力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已经有了超越；与此相反的是，社会网络

在包头组的作用力却比非包头组下降了许多，这一结果清楚地表明层化和网络结构在昆区的

交替变化：随着中国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层化模型可能越来越适合中国的言语社区结构，

而社会网络的影响则可能相应减弱。

另一方面，祖籍对包头组的制约作用（.351/.419）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一显像时间

（apprent time）的结果与 1987 年真实时间的结果恰好相互印证：1987 年祖籍的变异范围

为.526，而在本研究中则降至.358，说明随着新一代移民的成长，祖籍对鼻化的影响力将逐

步减弱。

综上所述，对比整体样本和两个分组样本的结果表明，包头组样本和整体样本的社会分

布几乎完全一致：性别上，男性比女性有利于鼻化；教育上，大学程度最不利，而中学最有

利；祖籍对包头组的制约力也低于非包头组。这样的结果基本可以证实我们前面的预设，昆

都仑言语社区将逐渐本土化，形成自己的言语特色。

3.2 鼻尾脱落

同样地，两组样本在鼻尾脱落这一变项的社会分布也不尽相同，表 8、表 9 列出了两组

样本鼻尾脱落所受到的社会作用力。

比较两组样本可见，祖籍和社会网络对两组样本都起作用，对包头组样本的制约作用稍

强于非包头组。这与真实时间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987 年的研究中祖籍和社会网络没有

成为脱落的有效制约因素，而在本研究中，这两个因素都成为十分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同时，

比较鼻化和脱落可知，祖籍虽然对二者都产生影响，但其发展趋势不同，显像时间和真实时

间的结果都表明：它对鼻化的作用随着新一代移民的成长而逐渐减弱，对鼻尾脱落的制约作

用则仍然较强。这说明，从祖籍上来看，虽然鼻化和脱落两个变项的来源同为第一代移民的

家乡方言口音，但鼻化的本土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鼻尾脱落的本土化则较弱。

图 1 不同出生地说话人元音鼻化的教育分布

0

0.1

0.2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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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包头组鼻尾脱落的社会作用力

年龄 职业

学生 .588

干部 .517

工人 .376

商业 .280

范围 .308

语体

会话 .552

朗读 .369

范围 .129

<20    .438

21-30  .552

31-40  .435

41-50  .631

>50   .748

范围 .313

祖籍 社会网络

陕西 .865

东北 .538

河北 .485

内蒙 .407

其它 .314

山东 .163

范围 .702

J .693

Y  .585

A .572

q .545

G .554

Q .468

T .415

B .410

L .154

范围 .539

表 9 非包头组鼻尾脱落的社会作用力

年龄 教育程度

大学 .643

中学 .445

小学 .414

范围 .229

职业

干部 .361

工人 .620

商业 .903

范围 .542

>50    .627

31-40  .411

41-50  .187

21-30  .112

范围 .515

祖籍 社会网络

内蒙 .717

其它 .641

陕西 .529

河北 .525

山东 .328

东北 .231

范围 .486

J .775

B .662

G .661

A .527

T .484

Q .477

L .436

Y .353

q .307

范围 .468

年龄和职业都是两组样本的有效制约因素，但分布趋势不同（图2、图3）。职业分布上，

非包头组呈现出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上扬的态势，包头组则正好相反，出现了与整体样本

相似的超越模式，商业工作者和工人都不利于脱落，干部却成为脱落的促进因素。

在年龄上，两组样本的鼻尾脱落都基本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减轻而递减的趋势，与整体样

本的结果一致：年纪越轻，鼻尾脱落越少。但包头组的发展态势波动较小，说明鼻尾脱落在

新一代移民中的分布更趋于有序状态；另外从图中也不难见出，两组样本中31-40岁年龄段

的作用值几乎重合在一个点上，显然，该年龄段的说话人不管是包头出生的还是非包头出生

的，其对鼻尾脱落的影响力都较为稳固；而小于30岁和大于40岁的说话人却都因出生地的不

同而出现较大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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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比较两组样本和整体样本可以发现：包头组鼻尾脱落的发展趋势比非包头组更接

近整体样本。仔细分析：年龄上，两组样本的鼻尾脱落都出现了随着年龄的减轻而递减的趋

势，与整体样本的结果一致：年纪越轻，鼻尾脱落越少。职业分布上，包头组出现了与整体

样本相似的超越模式，商业工作者和工人都不利于脱落，干部成为脱落的促进因素，非包头

组则正好相反，呈现出随着社会地位的降低而上扬的态势。语体上，包头组和整体样本一致，

会话体有利于脱落，朗读体不利，鼻尾脱落成为“标记项”，非包头组没有出现语体差异，

脱落只是一个“指示项”。教育程度上，包头组尚未发现差异，非包头组则出现了与整体样

本相反的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脱落越多。

表 10 列出了包头组、非包头组两组样本各制约因素的作用力比较。

表 10 两组样本鼻尾脱落社会外部制约力比较

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祖籍

.702

.486

社会网络 语体

包头组

非包头组

.313 - .308 .539 .129

.515 .229 .542 .468 -

表中数据显示，包头组和非包头组的鼻韵尾变异情况所受到的社会制约确实有较大的不

同，除了祖籍的作用以外，包头组鼻尾脱落的发展趋势在年龄、职业、语体的分布上都比非

包头组更接近整体样。可以推测，虽然目前昆区鼻尾脱落的本土化进程较缓，但在这些因素

的作用之下，随着包头出生的人越来越多，很可能会继续推动其本土化发展。

此外，结合鼻化可以看出，职业和社会网络这两个因素对鼻韵尾变异的制约作用似乎存

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从表6到表5，社会网络的作用力显著降低，变异范围从.373降至.166，

图 2 不同出生地说话人辅音脱落的职业分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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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出生地说话人鼻韵尾脱落的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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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因素的作用力却大大提升，从没有被选中为有效因素提升到作用力和社会网络基本相

当；而从表9到表8，社会网络的作用力提高了（.468→.539），职业的作用力却有所降低

（.542→.308）。这说明，层化模型和社会网络模式虽然可以同时用来对某个言语社区进行变

异分析，但二者终究具有一定的不相容性，往往出现此消彼长的规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如果一个社会社会分层的垂直结构较为明显的话，那么它扁平状的网络结构必然会趋向于松

散。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其一，鼻韵尾的两个变项都有了新的发展：鼻化，从指

示项发展为标记项；脱落仍然是标记项，但变化趋势明显减缓；二者都显示出不同的群体特

征，并表现出语体特征，整个言语社区的语体转移方向是一致的。相比于1987年，昆区北方

话的鼻韵尾变异已经和多种社会因素产生了相关关系，处于更加有序的状态。其二，比较两

个分组样本的结果可以清楚看出，鼻韵尾变异在两组样本中的社会分布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

势，就好像特鲁吉尔诺里奇市语音变异中的拔河比赛[12]82，不过参赛的选手不再是男性和女

性，而是换成了包头出生和非包头出生的人。与整体样本结果相比可知，这场比赛的胜负已

经初见分晓：包头本地出生的人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将引导着变异的发展方向。其三，比较

两组样本的结果并结合整体样本和1987年的调查来看，在元音鼻化和鼻尾脱落两个变项中，

整体样本的发展趋势都与包头组样本更趋于一致，说明昆区的鼻韵尾变异整体上是在朝着包

头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元音鼻化的本土化倾向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基本可以回答引言

中提出的问题：在包头昆都仑区，移民的方言背景已不再是该言语社区最强的影响因素，在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昆都仑区的语言特征正逐渐朝本土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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